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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哲学的主题和问题域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内蕴着为传统西方哲

学进行形而上学奠基的存在论向度。康德的这一奠基工作包括三个环节：将一

般对象划分为自在之物和现象，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对象和领域进行存在论的勘

察；追溯思维的主观条件所具有的客观有效性的先天根据，对“先天综合判断”

成立的根据进行存在论的规定；分析先验的图型联结感性和知性的原理和机

制，对纯粹直观和纯粹知性的内在统一性进行存在论的演绎。作为这一奠基的

成果，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变革意蕴。一

是克服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危机，为西方哲学重新赢获了形而上学的地基和领

地；二是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及其能动性，从存在论层面确证了人的自由；三是

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德国的哲学革命，赋予西方哲学以时代性和现代

性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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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通常从一般哲学史视角将康德的“纯

粹理性批判”归结为“认识论变革”。但在海德

格尔看来，这种诠释并未真正抓住康德哲学思

想的内涵与本质。从康德解决近代西方哲学的

“形而上学疑难”出发，我们可以将其“纯粹理

性批判”视为对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奠基，由此

从不同于认识论的存在论维度彰显康德所实现

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内涵和变革意蕴。

　　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内蕴的存

在论向度

　　通常对康德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诠释一般着

眼于认识论层面，认为“康德设法在经验论和

唯理论之间建立某种综合，其办法是避免在他

看来经验论所具有的怀疑论和唯理论所具有的

独断论”［１］。人们认为，康德通过对近代西方

哲学的批判，以先验的认识论实现了对近代西

方哲学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的

变革。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的理解并未真

正触及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实质。“《纯

粹理性批判》与‘知识理论’完全没有干系。

……《纯粹理性批判》不是一种关于存在物层

面上的知识（经验）的理论，而是一种存在论知

识的理论。”［２］１３据此，海德格尔反对从认识论

层面观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强调应从存

在论维度理解和把握康德哲学革命的内涵与

本质。

康德哲学的问题域和主题源于近代西方哲

学。以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

休谟为代表的经验派（经验论者），共同地将

“知识和观念起源于经验这样一个原则”作为

基本的认识论倾向［３］５７。他们的论敌是笛卡尔、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理性派（唯理论者）。这

些哲学家所信奉的是与经验派截然相反的认识

论原则：“凡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知识都不能从

感觉经验得来而只能起源于理性本身。”［３］６７经

验派和理性派以不同的哲学认识论原则为逻辑

前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争。但若深究

之，会发现这两个派别并非截然对立：两派的论

争是以承认人类知识的必然性和真理的实在性

为前提的，他们的分歧只是对必然性的知识与

真理的来源之关系的认识不同。休谟的怀疑论

终结了两派的论争。休谟从经验论的认识论信

条出发意图彻底地证明知识的“经验源泉”，得

出的却是反经验论的结论。习惯是“人生的伟

大指南”。“实体”不过是理智凭借习惯性而产

生的概念，它并没有绝对的实在性；“主体”实

则是观念在想像中的恒常结合，所谓“自我”不

过是“一束知觉”；因果关系不过是人类心理习

惯的产物，从“原因”无法逻辑地推出其“结

果”，从“结果”也无法逻辑地追溯其“原因”。

“理性在这一概念上完全是在欺骗自己，它错

把这一概念视为它自己的孩子，而实际上这一

概念无非是想象力的私生子。想象力凭借经验

而受孕，把某些表象置于联想规律之下，并把由

之产生的主观必然性，亦即习惯，硬说成是洞察

到的客观必然性。”［４］３休谟以经验主义认识论

为前提得到的却是颠覆性且充满破坏性的结

果，“休谟就以此方式瓦解了十七世纪形而上

学运动围之而旋转的两大基本概念。……这样

一来，通常的形而上学的基石完全垮台了”［５］。

休谟的怀疑论在否定理性派的认识论之际，也

否弃了经验派的认识论。于是，近代哲学乃至

整个西方哲学就因其形而上学地基的坍塌而陷

入困境和危机。

康德敏锐地洞察到休谟怀疑论对于西方哲

学的形而上学地基的冲击力。他认为，“自从

洛克《人类理智论》和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

论》出版以来，甚至尽可能追溯到自从有形而

上学以来，对于这一科学的命运来说，它所遭受

到的没有什么能比休谟所给予的打击更为致

命”［６］５－６。康德曾是沃尔夫主义者鲍姆加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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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者，受休谟的怀疑论的启发，他得以摆脱

“教条主义的迷梦”，开始踏上批判哲学的道

路。康德并未陷入休谟的怀疑论，而是着手将

解决“休谟问题”作为自己的批判哲学的根本

任务。康德不甘心休谟将“哲学之舟”弄到浅

滩（怀疑论）上，让它躺在那里烂掉，而是决心

让“哲学之舟”重新扬帆启航。“对我来说关键

在于给它一个驾驶员。这个驾驶员备有一张详

尽的海图和一个罗盘，将根据从地球知识得来

的航海术的可靠原则，能够随心所欲地把船安

全地驾驶到任何地方。”［４］７也就是说，康德要为

摇摇欲坠的西方哲学大厦进行奠基，将它从休

谟的怀疑论中解救出来。

康德对西方哲学进行奠基采取的方式是

“纯粹理性批判”。对此，他指出，“但我所理解

的纯粹理性批判，不是对某些书或体系的批判，

而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是就纯粹理性可

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因而

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

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

切都是出自原则”［７］３。区别于传统上基于认识

论向度的解释，海德格尔力图从现象学视角挖

掘康德这一批判内蕴的存在论向度。“形而上

学的奠基在整体上就叫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

开显。这就是在康德‘哥白尼式的转向’〈Ｋｏ

ｐｅｎｉｋａｎｉｓｃｈｅｎＷｅｎｄｕｎｇ〉的标题下总被误解的

东西的真实意义。”［２］８海德格尔强调，康德的批

判哲学并非要提供一个比近代哲学更加完善的

认识论体系，而是要追问一般形而上学的“可

能性”。这一追问必然推动着康德对近代哲学

的认识论前提进行存在论批判，由此就深入到

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规定之中。“在这样开

始为形而上学奠基之际，康德就使自己与亚里

士多德、柏拉图展开了直接的对话。现在，存在

论第一次从根本上成了疑难，随之而来的就是

传统形而上学大厦的第一次也是最内在的震

荡。”［２］８因此，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针对

的并不是某个哲学家或某个哲学体系，而是对

哲学家们进行哲学思考的思维方式和他们构建

哲学体系的理论建制的前提批判；这一批判的

目的并非是在消极地消解传统西方哲学的真理

性，而是在积极地对哲学家们所遗忘和出离的

形而上学根基进行存在论的奠基，为整个西方

哲学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与发展的可能性、现

实性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康德对西方哲学进行存在论奠

基的方式

　　海德格尔将康德为西方哲学进行存在论奠

基的方式比作“建筑术”，认为康德是“为这一

自然的形而上学置入一个基础”，实则是“用一

个新的基础替换掉那旧有的”基础，而他的这

一“作为建筑计划之筹划工作的、形而上学奠

基，却绝不是对某个体系及其内层的空洞建造，

而是对形而上学之内在可能性所进行的建筑术

意义上的划界与标明，这就是说，去具体地规定

形而上学的本质”［２］２。海德格尔的这段话不仅

深刻地揭示了康德为西方哲学进行存在论奠基

的任务，而且也展现了康德实施这一奠基工作

的方式。康德的任务是为西方哲学的“内在可

能性”亦即其作为“第一科学”的真理性提供存

在论的确证，而他进行确证的方式就是对西方

哲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得以成立的本源和条件

提供存在论的逻辑演绎。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此作了集中

和深入的说明。他认为，数学和自然科学为传

统哲学走出困局提供了范例和榜样。它们的成

功、它们作为理性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依赖于数

学家们和自然科学家们的思维方式变革。那

么，哲学也可以像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聚焦于

对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于是康德就抛

出了他著名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构想：“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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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

但是在这个假定下，想要通过概念先天地构成

有关这些东西的东西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一切

尝试，都失败了。因此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

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

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这一假定也

许将更好地与所要求的可能性、即对对象的先

天知识的可能性相一致，这种知识应当在对象

被给予我们之前就对对象有所断定。”康德对

此强调指出，“这里的情况与哥白尼的最初的

观点是同样的”［７］１３。哥白尼最初是采取传统

方式去进行天文学研究的，即假定星体是围绕

着观测者旋转的，这样的假定无法认识天体运

行的规律。于是他翻转和颠倒了传统的信条：

让星体静止不动，让观测者围绕着星体旋转。

哥白尼凭借这一思维方式的颠倒而获得了成

功。这一做法给予康德以极大启发。康德认

为，哲学研究也可以仿照哥白尼在思维方式上

进行一个类似的翻转和颠倒，“现在，在形而上

学中，当涉及到对象的直观时，我们也能够以类

似的方式试验一下”［７］１３。哲学领域面临着与

哥白尼当年近乎一样的情况。以往的哲学家们

（此处意指经验论者）都认为感性直观必须依

照对象的形状，这样的假定使得他们根本无法

确立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但如果采取相反的

假定，即假定作为感官的客体的对象必须依照

主体的直观能力的形状，困境就得以克服了。

这个新的假定的成立意味着必须进一步破除传

统哲学的教条（此处意指唯理论者），即必须同

时对用来对感性直观进行统摄的概念与对象的

关系进行同样的颠倒。也就是说，不是概念依

照对象，而是截然相反，即直观到的诸对象和全

部经验都是依照概念的。康德告诉人们，像哥

白尼那样，他基于这一新的假定所进行的“试

验”成功了，“这一试验按照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成功了……向形而上学许诺了一门科学的可靠

道路”［７］１４。通过在哲学领域内实施这样一个

“哥白尼式革命”，康德认为就可以破解“休谟

问题”，将西方哲学奠定在全新的形而上学地

基之上。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及

其所展开的“哥白尼式革命”，就其实施方式而

言，它的根本性质是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

康德不是简单地颠倒所谓主体与客体、对象的

关系，而是要为二者的符合关系提供存在论的

依据和支撑。康德所分别赋予感性直观和概念

的先天地位和功能，实则是要“将那存在物的

存在法相〈Ｓｅｉｎ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预先给了出来……

那使得与存在物的关系（在存在物层面上的知

识）成为可能的东西，就是那对存在法相的先

行领会，就是存在论的知识”［２］１１。康德并未否

定哲学作为“第一科学”的形而上学本质，而是

意图通过存在论奠基的方式确保其科学性。他

仿照哥白尼所进行的翻转和颠倒工作，不过是

重申了哲学一贯所坚持的形而上学原则或原

理，“存在物的知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某种

存在论的知识存在”［２］９，其目的是通过彰显哲

学的形而上学性而为其赢得尊严。因此，康德

的奠基工作并不是要否定传统西方哲学的真理

观及其认识论架构。“经过哥白尼式的转向，

‘古老的’在使知识与存在物‘相符合’〈ａｄａｅ

ｑｕａｔｉｏ〉的意义上的真理观所受到的冲击极少，

以至于可以说哥白尼式的转向正是以这一真理

观为前提的，甚至，它首先就是植基于这一真理

观的。”［２］９康德的这一奠基工作不是确立关于

存在者的知识，而是要确立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的知识，是要揭示存在者存在的先天根据，为知

识与对象的“符合关系”给予存在论的确证，即

要确证“诸对象，亦即它们的存在物层面上的

可规定性，必定会和这一后一种关于存在法相

的知识相符合”［２］９。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物层

面的知识的确立是必须以存在论层面的知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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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的，存在物层面的真理是围绕着存在

论的真理而旋转的。如果没有存在论层面的知

识作为保证，主体关于对象和客体的知识的客

观有效性就根本无法确保，因而哲学就不可避

免地遭受休谟的怀疑论的打击。对于康德来

说，他的目的不是要构建一个哲学体系，而是要

通过这一必要的存在论的奠基，构建一门能够

规定一切先天知识的可能性、原则和范围的形

而上学的基础科学，为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提

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康德这一奠基工作的首要环节是对哲学研

究对象的本质进行必要的存在论勘察。在给友

人的书信中，康德暗示这一勘察本身带有“反

柏拉图主义”的色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排

除了一切感性认识的可靠性，他们把这种可靠

性限制在非感性认识或者知性理念的领域，最

新哲学把这种可靠性从这个领域驱逐出去，仅

仅在感性世界才接受它。”［８］康德在《纯粹理性

批判》中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也提出了批评：“柏

拉图也因为感官世界对知性设置了这样严格的

限制而抛弃了它，并鼓起理念的双翼冒险飞向

感官世界的彼岸，进入纯粹知性的真空。他没

有发觉，他尽其努力而一无进展，因为他没有任

何支撑物可以作为基础，以便他能撑起自己，能

够在上面用力，从而使知性发动起来。”［７］６康德

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根本性批判，他不是

针对其具体观点，而是反驳其将哲学的对象和

领域设定为理念世界的哲学观的做法。我们知

道，柏拉图的理念论对于西方哲学的形成与发

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

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９］。基于

此，康德将哲学的对象和领域从柏拉图的“理

念世界”转移到“感性世界”，其所带来的是对

整个西方哲学的存在论建制的颠覆。然而，我

们千万不要认为康德这是要彻底否弃“柏拉图

主义”。康德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实质上

是为包括柏拉图理念论在内的全部西方哲学体

系进行存在论的奠基。康德并非要将哲学建构

成为关于“感性世界”的存在物层面的知识，而

是要通过将一般对象划分为自在之物和现象来

对“感性世界”的实在性进行必要的存在论的

设定。“我们从两种不同的意义来设想对象，

也就是或者设想为现象，或者设想为自在之物

本身。”［７］１８康德的这一存在论设定是其“哥白

尼式革命”的前提构件，问题在于，将自在之物

与现象二分的存在论根据又是什么呢？

这一问题推动着康德对“先天综合判断”

得以成立的根据进行存在论的设定。“康德将

存在论的可能性之疑难归结为这样的问题：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２］９康德认为，哲

学的形而上学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是“形而上”

的而非“形而下”的。从主词和谓词的关系看，

哲学不是分析判断，也不是经验性质的综合判

断，而是源于纯粹理性的“先天综合判断”。传

统西方哲学之所以会陷入纷争和困局，并最终

倒向休谟的怀疑论，其根本原因是缺失对“形

而上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进行预先的考察。

康德批评所有的哲学家们都没有对“先天综合

判断”成立的存在论根据予以反思，“一切形而

上学家都要庄严地、依法地把他们的工作搁下

来，一直搁到他们把‘先天综合知识是怎样可

能的？’这一问题圆满地回答出来为止”［６］３５。

康德认为，这是一个被以往全体哲学家们都忽

略了的“秘密”，而“只有揭开这一秘密，在纯粹

知性知识的无限领域中的进展才会变得确实可

靠：这就是要以固有的普遍性来揭示先天综合

判断的可能性根据，洞察使先天综合判断的每

一种方式得以可能的诸条件，并且，把这整个知

识（它构成自己特有的类）按照其本源的来源、

划分、范围和界限表明在一个体系中，不是通过

某种粗略的轮廓来表示，而是作出完备的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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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每种运用都充分的规定”［７］９。康德所进行的

这一存在论设定，需解决的是这样一个中心课

题，即“思维的主观条件怎么会具有客观的有

效性，亦即怎么会充当了一切对象知识的可能

性条件”［７］７４。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是分

两个步骤、从两个维度———“先验感性论”和

“先验逻辑”———对此进行论证和解决的。具

体而言，“先验感性论”是既要确证感性直观是

知识与对象得以发生联系的初始条件，又要解

决主体如何先天地直观到对象这一疑难。康德

的答案是，纯直观、时间和空间是知识得以可能

的先天要素。“这样，康德就第一次赢得了存

在论的，而不是感觉层面上的感性概念”［２］２３，

找寻到了“先天综合判断”得以成立的前提构

件。“先验逻辑”的任务是要“把纯粹知性概念

（并与它们一起把一切先天理论知识）演示为

经验的可能性原则，而把这些原则演示为现象

在一般的空间和时间中所进行的规定———最

后，把这种出自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原则的

规定，展示为与作为感性的本源形式的时间和

空间相关的知性的形式”［７］９８－９９。康德据此得

出的“一般经验可能性的诸条件同时就是经验

对象之可能性的诸条件”［７］１３３的结论，确证了

“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为“先天综合判断”的

成立找寻到了先验的原理支撑。康德由此就追

溯到了“先天综合判断”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

从而找寻到了“一般形而上学得以可能”的存

在论根据。然而，这两个条件即纯粹直观和纯

粹知性概念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将二者

联结起来、使得它们发挥作用的呢？

这一新的疑难是康德的奠基工作进一步要

解决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解决纯粹直观和纯

粹知性的内在统一性问题。纯粹直观和纯粹知

性这二者具有显而易见的对立性。纯粹知性概

念是根本超越于经验性的直观和纯粹直观的，

前者与后者有本质区别。这样就产生了新的存

在论疑难：“把直观统摄到那些概念之下、因而

把范畴应用于现象之上是如何可能的呢？”［７］１２１

康德认为，解决这样一个对于哲学来说“自然

而又重大的问题”的办法，就是“必须建立一门

判断力的先验学说”，它的任务是为“知性概念

如何能一般地应用于现象之上”的“可能

性”［７］１２１－１２２提供存在论的根据。作为感性的纯

粹直观形式的时间和空间本身，只有首先联结

起来，主体才能直观到对象、才能对现象进行

“再生的综合”而形成经验，这必须通过想象力

才得以可能。“一种属于想象力的普遍的纯先

验的综合，是我们的经验想象力对于一定现象

的表象所进行的再生综合的可能性条件。”［１０］

对于知性而言，由于知性之所司在于思维而非

直观，那么知性将如何作用于经验对象呢？亦

即知性如何与经验对象相结合而将个别纳入一

般概念之下？问题的实质是，知性与感性如何

才能联系起来，纯粹知性概念与纯粹直观形式

如何才能联结起来？康德的答案是：二者的联

系和联结必须通过范型，亦即“先验的图型”。

“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与范畴同质，另

一方面与现象同质，并使前者应用于后者之上

成为可能。这个中介的表象必须是纯粹的（没

有任何经验性的东西），但却一方面是知性的，

另一方面是感性的。这样一种表象，就是先验

的图型。”［７］１２２“先验的图型”是感性和知性、纯

粹直观和纯粹知性范畴得以统一的必要中介，

它使得范畴借助于先验的时间规定对现象进行

概念统摄。“因此，超越论的想象力是根基，存

在论知识的内在可能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一般形

而上学的可能性都建基在它之上。”［２］１２１于是，

康德就实现了自己“纯粹理性批判”的目标，即

基本完成了对传统西方哲学进行存在论奠基的

“哥白尼式革命”。

　　三、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变革

意蕴

　　作为对传统西方哲学进行存在论奠基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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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对传统西方哲学产

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效应。“如果《纯粹理性批

判》不能改变世界的话，至少它也将会改变哲

学。”［１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它所实现的

“哥白尼式革命”，深刻地变革了传统西方哲

学，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和价值。

其一，克服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危机。经验

论者和唯理论者均意图通过对主体、对象的本

质及其“符合关系”的认识论解析，解答“我们

何以能够确立关于世界的知识”这一“形而上

学之谜”。然而，哲学家们都独断地将思维与

存在的“符合”作为既定的理论前提，都忽略了

对二者符合的根据、原则和机制的前提勘察，以

至于他们所精心构建的哲学体系在休谟的怀疑

论的攻讦下纷纷瓦解。如何破除经验论和唯理

论的独断论幻想，如何应对“休谟问题”对西方

哲学的打击，这一疑难不仅直接地关乎哲学曾

经作为“科学之科学”的荣耀地位和至高尊严，

而且从根本上关乎到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命

运：它既然无法确立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知

识，又凭什么为以“存在者”为研究对象的具体

科学提供真理依据呢？康德破解了这一发生在

形而上学内部的根本疑难。他的“纯粹理性批

判”不仅克服了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因其非批

判的认识论所导致的独断论幻想，而且为包括

形而上学在内的全部先天知识的实在性及其真

理性奠定了存在论前提和基础。康德所完成的

“哥白尼式革命”克服了传统西方哲学的危机，

使得西方哲学重新赢获了其形而上学的本质和

领地。

其二，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及其能动性。

自启蒙运动以降，西方思想家们就将争取人的

自由和权利作为他们在政治、宗教、法律领域与

封建势力和专制者抗争的根本鹄的。康德继承

了这种启蒙精神，将之作为根本理念贯彻到了

其批判哲学之中，赋予其形而上的意蕴。康德

深刻地将“启蒙”的本质界定为“人类脱离自己

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将人们打破束

缚的方式诉诸于“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

智”［１２］。康德明确地将“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

的共同权利”［１３］作为其批判哲学的根本旨趣，

其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内含着为人们实现自我超

越的类本质提供存在论确证的深刻意蕴。表面

看来，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在抽象地追问“主体

何以能够获得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这样的理

论问题；然而，在康德的这一先验追问之中却蕴

含着西方将哲学的主题从物转向人、从自然转

向社会的张力，亦即“展开了介于物和人之间

的一个维度，它越向物并返回到人。”［１４］康德仿

照哥白尼将主体与对象关系的颠倒，他所赋予

感性直观、知性概念的先天属性和存在论功能，

决不是仅仅为了确证对象的实在性，而是基于

“哲学是使一切都从属于自由”［１５］这一信念，将

西方哲学的主题由“物是什么”变为“人是什

么”，将哲学家们的视野从超验的存在物（自在

之物）移回到人身上。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评判的，康德这种充满先

验特质的存在论哲思有其深刻性，实则是把主

体的“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１６］４９９，从而展

现了人超越于物的主体地位，基于哲学的存在

论层面凸显了人的自由。

其三，赋予西方哲学以时代性和现代性的

内涵。“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

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１７］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的本源动力究竟是什么，是什

么推动着他别出心裁地要在哲学领域发动一场

“哥白尼式革命”？这就深化了对问题的思考，

促使我们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审视康德为西方哲

学进行存在论奠基的时代意义。康德对西方哲

学的存在论奠基，直接动力是应对西方哲学发

展的内在困境，根本动力则是应答１８世纪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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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海杰：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存在论意蕴

社会发展所涌现出的时代课题。“１８世纪没有

解决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

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由于对立的这种明显

的、极端的发展，结果产生了普遍的革命”［１６］８９。

这场革命的实质是资产者反抗封建统治者的资

产阶级革命。它在欧洲各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

出来。在法国表现为政治革命，在英国表现为

社会革命，“德国人，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

族，经历的是哲学革命”［１６］８９。康德对西方哲学

进行的存在论奠基，根本上是对时代课题的回

应和求解。康德可谓是当时普遍发生于西欧社

会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德国的代言人，他的“纯

粹理性批判”可谓是深刻地将欧洲社会领域的

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德国的哲学革命，从形而

上的高度对欧洲社会发展的时代课题———资产

者与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作出哲学求解。

“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

置”［７］１９－２０。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而完成

的“哥白尼式革命”，不是以一元论的形式将知

识（哲学）和信仰（宗教）融为一体，而是以先验

的二元主义的存在论构思使二者并存；这样的

做法固然反映了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不彻底性，

然而并不能掩蔽其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对

于西方哲学发展乃至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

“在康德的《批判》的高温下，旧世界已经消融

了。”［１８］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固然没有映射

出“新世界”的曙光，却在形而上的维度上给予

“旧世界”以存在论批判和打击。这是康德对

于西方哲学发展的贡献，也是康德哲学应有的

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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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齐良骥．康德的知识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１７１．

［１１］库恩．康德传［Ｍ］．黄添盛，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８１．

［１２］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Ｍ］．何兆武，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２３．

［１３］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Ｍ］．武汉：华

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９．

［１４］海德格尔．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

说［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１６．

［１５］亨利希．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德国观念论

讲座［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１７０．

［１６］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７］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８０．

［１８］平卡德．德国哲学１７６０—１８６０：观念论的遗产

［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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